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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学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然要反映经济基础的现实。加拿
大文学亦不例外，一直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记录着加拿大社会的变迁。在这个过程中，加

拿大文学批评界对于加拿大文学所描述对象的秉性进行评述，产生了关于加拿大民族

性的“要塞心理”（诺思罗普·弗莱）和“生存主题”（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两种理论。

但是这两种理论似乎与加拿大文学所描述的加拿大人的生活经历和心理状态不相符

合。澄清这两种理论的构成原因，结合加拿大文学经典作品对其进行对照和审视，并且

加以客观分析，得出符合实际的判断，对于我们了解加拿大文学，认识加拿大国民的特

性，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民族性；加拿大文学；文学理论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２－１６９８．２０１７．０１．０２４

加拿大人的民族特性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是研究加拿大文学的首要问

题。也是我们针对加拿大开展国别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加拿大是个多民

族国家，占人口大多数的是英语民族，即自意大利航海家约翰·卡伯特 （Ｊｏｈｎ
Ｃａｂｏｔ）于１４９７年为英王亨利七世探险找到今天的加拿大和美国后，年复一年移
居加拿大的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以及美国独立战争后不愿与取得胜

利的美国人（其中多数其实也是从上述国家和地区移居到北美的）共处一国的

保皇党人。他们北上移居落脚于加拿大的中部地区（今天的安大略省）和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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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东海岸的新不伦瑞克省、新斯科舍省和纽芬兰及拉布拉多省）。占人口比

重第二多的是法语民族，即自法国探险家雅克·卡地埃（ＪａｃｑｕｅｓＣａｒｔｉｅｒ）在１５３４
至１５４２年间三渡大西洋为法国发现加拿大后，不断移居到新领地的法裔加拿大
人。此外，还有从欧洲大陆其他国家如德国、荷兰、乌克兰等陆续移居加拿大的

人。当然，还有地位特殊的原住民（他们中间又分为不同的族群）；２００６年加拿
大国家统计确认他们目前不到一百万人。再有就是每年从世界各地（主要是亚

洲）移居到加拿大的新居民；加拿大政府网站的最新情况通报说，加拿大在２０１６
年将接受２８００００至３０５０００新移民。

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加拿大的国策把官方语言确定为英语和法语。这

就从整体性的角度奠定了整个加拿大民族的文化属性，即英语文学和法语文学

是加拿大文学中的主体。另据加拿大统计局２０１１年数据，加拿大全国以英语为
母语的人口为１８８５万，而以法语为母语的人口为７０５万；前者占约６３％，后者占
约３７％。而其他９００万左右以非官方语言为母语的人口中的大多数使用英语
作为在社会上沟通和交流的语言。〔１〕由于这种语言比例上的关系，用英语进行

文学创作的加拿大作家（其中包括华裔、日裔、非洲裔等非主流语种的少数民族

作家）远远超过用法语进行文学创作的加拿大作家，而英语读者的数量也远远

超过法语读者的数量。久而久之，英语文学的成就和影响力在加拿大取得统治

性地位，并开始在世界文学之林中占有一席地位。艾丽丝·芒罗获得２０１３年度
的诺贝尔文学奖；之前，有四位加拿大作家获得在文学界享有很高声誉的英国布

克小说奖。２０１６年又有两位加拿大作家进入布克奖短名单。有鉴于此，下面的
分析与商榷也侧重加拿大英语文学作品。

一、关于加拿大民族性的文学理论

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在加拿大文学评论界出现了两个颇具影响力的关
于加拿大文学所反映的加拿大民族性的理论表述。加拿大著名文学批评家诺思

罗普·弗莱（ＮｏｒｔｈｒｏｐＦｒｙｅ）教授在上世纪６０年代中期提出“要塞心理”（ｇａｒｒｉｓｏｎ
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的概念。契机是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教授卡尔·弗·克林克教授组
稿并于１９６５年由多伦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加拿大文学史》。克林克教授是这
部重要著作的主编，他在几年前就召集加拿大文学批评界的精英，酝酿出版一部

总结加拿大文学的大作，并把为这部史书撰写最后的“结论”之任务交给了弗

莱。在这篇全面分析总结加拿大文学发展史的“结论”中，弗莱着重分析了加拿

大民族的心理活动：

孤零零地散布在荒原的小小社区，被客观的和心理的“边疆”所围困，

不仅彼此远隔，而且脱离了社区成员之前所熟悉的英美文化的源流。这些

社区为其成员设定所有的明确的人生价值标准，而居民们不得不充分尊重

这些赖以生存的法律和秩序，团结在一起应对居民点外面无垠的、无意识

的、充满威胁且难以应对的恶劣的客观环境。生活在这种条件下的社区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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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必定会产生我们权且称之为“要塞心理”的思想。〔２〕

弗莱接着进一步阐述他所谓的“要塞心理”的构成：

要塞区是个组织结构松散并且遭受围困的小社会，其所认同的社会观

念和道德价值观念是毋庸置疑的。在一个充满危险的社会中，不存在讨论

理由或者动机的条件和环境。社区里面的居民不是斗士便是逃兵。这里，

我们又可以求教于普拉特，他绝对可靠的本能使得他能够准确地把握加拿

大文学想象的内质。普拉特诗歌中的人们总是由充满紧张情绪的一群人构

成，他们或者在进行战争或者在执行救援或者在进行圣战或者处于危机之

中。他们所表现出的道德观仅仅是这群人所认可的。〔３〕

依照他所观察到的客观环境和社会环境，弗莱得出了以下结论：

增建要塞区是非常容易的，而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一种反文化的情绪开

始进入到加拿大人的生活。这种社区内产生一种占据压倒地位的羊群效

应，而在这种从众心理统治的环境中，任何独创性的思维都变得不可能。〔４〕

弗莱对于早期加拿大文学风貌的描述符合许多作品的表象，但是并不适用

所有的作品。他针对加拿大人心理特质的判断，说他们在面对严酷的生存环境

时，总体表现得消极、恐惧、麻木和缺乏创造性，是很值得商榷的。弗莱不断引述

一些加拿大文学作品来证明他的观点。比如，他对一位著名的１９世纪加拿大作
家的自传体小说做了如下评论：

当年苏珊娜·穆迪身陷彼得伯勒（笔者注：这个地方１９世纪中叶时仍
是荒原，现为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个中等城市）的丛林中，被一帮滑稽而危

险的被她冷漠地视为美国佬、爱尔兰人、当地土人、共和党人以及下等人的

乌合之众所围困，其实就代表了英国占领军要塞，她就是一个人的要塞。〔５〕

当加拿大进入２０世纪之后，即便弗莱也承认“加拿大社会已经牢牢掌控了
自然环境”，即便弗莱自己也认为“在道德标准和生活态度方面，个人越来越容

易独立于团队而持有不同的看法”，〔６〕但这位批评家对于加拿大文学的整体看

法仍然是悲观的。作为支撑他的观点的证据，他提到加拿大东海岸作家欧内斯

特·巴克勒（ＥｒｎｅｓｔＢｕｃｋｌｅｒ）的小说《山与谷》（１９５２），认为它代表大西洋沿岸各
省心理状态的主流声音。他还提到加拿大中部作家辛克莱·罗斯的小说《至于

我和我的屋》（１９４１），认为它代表加拿大中部地区几个农业省的主流心声。他
认为在这两部小说中，叙述人所讲的故事都是偏阴暗和悲观的，同其背后作者的

思想和情绪相符合。弗莱对此的解释是：“这种与社会格格不入的情绪只能说

明社会变得更加复杂，其中的矛盾和冲突日益增多”。〔７〕

至此，让我们归纳一下弗莱关于加拿大民族特质的基本观点：早期欧洲裔的

加拿大人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所以不得不居住在各个要塞中。为了对付他们

共同的敌人即恶劣的环境，他们采取了抱团取暖的策略，并且遵循着统一的道德

观念和价值取向。由此，他们产生了“要塞心理”。时光逝去，到了２０世纪，加
拿大人在与自然界的斗争中占据了主动，不再受制于外在的因素。但是，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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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个人异化于社会的现象，作家们的文学表述依然偏阴暗、偏消极。

弗莱关于加拿大民族性及其文学表述的评价在较长时间内持续产生重要影

响。一些信仰并追随“要塞心理”的批评家对这个理论加以阐述甚至发展。其

中比较有影响的是加拿大著名女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Ａｔｗｏｏｄ）。值得一提的是，弗莱本科毕业于在１８９０年与多伦多大学组成联合体
的维多利亚大学下属的维多利亚学院，到牛津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后回到母校，在

维多利亚学院任英语教授直到退休。而阿特伍德亦毕业于维多利亚学院，本科

主修专业是英语。

在弗莱的“要塞心理”理论的基础上，阿特伍德派生出所谓的“生存主题”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Ｔｈｅｓｉｓ）理论，并以此来诠释加拿大的民族性。阿特伍德在其１９７２年
出版的《生存———加拿大文学导论》一书中提出她对于加拿大文学作品（包括英

语和法语）的主题分析，发出了颇有影响的“求生与受害”的论断，她说：

每个国家或文化的核心都有一个独特的富有代表性和说明性的象

征……加拿大最主要的象征毫无疑问的是生存———这是根据加拿大英语和

法语文学中的大量例子得出的结论……我们的故事往往不是宣扬人们如何

在经历磨难后，靠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功，而是诉说人们如何死里逃生，侥幸

活了下来。〔８〕

按照阿特伍德的推导，与“生存”概念紧密相关的是“受害”（Ｖｉｃｔｉｍ）理念；在论
述这个理念时，阿特伍德自问自答道：

加拿大人甘于认输的心理准备，是否同美国人决心获胜的意念同样强

烈、同样令人折服？……假如可以在象征物所代表的正反两重性之间做出

选择———大海可以是给予生命的母亲，也可以是沉船害命的祸首；大树可以

代表成长，也会砸到你的头上———加拿大人十有八九会认同消极的负

面。〔９〕

阿特伍德认为整个加拿大是个受害群体，而这个群体受害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

它们都源自四种适用于国家、少数民族及个人的“受害表现”（“Ｖｉｃｔｉｍ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比如“第一受害表现”就是“拒绝承认自己是受害者”。〔１０〕

阿特伍德的所谓“生存主题”是从弗莱的“要塞心理”演绎而来。这两种理

论均渗透着一种民族悲哀感，一种消极和被动的思维机制，仿佛加拿大的民族性

是以宿命论为核心的。弗莱与阿特伍德的观点在加拿大文学批评领域一直作为

主流评价存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甚至是现在）被看作是加拿大文学理论的重

要基础，很少有文学批评家对这两种理论的客观性和可靠性提出过质疑。

二、对加拿大民族性文学理论的质疑

众所周知，理论来自于实践，正确的理论对实践有指导意义。既然弗莱对于

“要塞心理”的阐述和阿特伍德对于“求生主题”的论断是基于加拿大１８６７年建
国之前以及建国之后的文学表述，既然他们认为加拿大的民族性就是基于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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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证据，那么我们就必须把加拿大文学的历史实践与两位批评家的民族性理

论加以对照，以便验证其理论的客观性和可靠性。

笔者研读了弗莱和阿特伍德所引用的加拿大作家的作品以及其他数百个不

同范畴的、写于不同时期的、具有不同地区代表性的加拿大文学作品（主要是小

说、短篇小说和诗歌），却并未找到弗莱所宣称的“要塞心理”的文学根据，也没

有看到阿特伍德所坚称的“生存主题”。民众的所谓从众行为或者消极心态并

不是主流加拿大作家所唯一或者集中表现的。阿特伍德所归纳总结出的关于加

拿大民族之被动、沉沦、仅求生存的特性难以在具有代表性的加拿大作品中寻觅

到。在下面有限的篇幅内，我们回顾一下两位批评家提到的一些最具有代表性

的加拿大作家和作品，试看能否得出他们所一致认同的所谓加拿大的民族特性。

弗莱在谈到加拿大文学所传递的民族性时，提到加拿大早期小说家苏珊

娜·穆迪（ＳｕｓａｎｎａＭｏｏｄｉｅ）及其成名作《丛林中的历练》ＲｏｕｇｈｉｎｇＩｔｉｎｔｈｅＢｕｓｈ，
并以此为例说明他的“要塞理论”。这部早期小说发表于１８５２年，当时加拿大
尚未建国。穆迪是来自英格兰的中产阶层移民，她在英国伦敦出版了自己的开

拓小说。这部介绍加拿大移民生活的小说对于考虑移居加拿大的英国读者起着

重要的“启蒙”作用。在这本书的“介绍”中，作者一分为二地全面介绍了自己亲

历的生活。穆迪既提到了在加拿大这个陌生世界重新开启生活的巨大挑战，如

新移民面临缺少生活必需品的困难，如人生地不熟的他们常常被贪婪的土地中

间商欺骗。但是，作者也着重提到在这片广袤大地上实现创业致富愿景的巨大

可能性。她列出许多在母国享受不到的好处：“这里的气候有益于健康，这里的

土地肥沃，这里的水资源极其丰富，这里离英国不远。最后但更重要的是，我们

几乎不必交税”。〔１１〕在“介绍”的结尾，作者坚定地对读者宣告：“掌管我们身体

和灵魂的伟大上帝了解我们从小在劳动中锻炼出的强壮臂膀，了解我们在艰苦

忍耐中、在极端天气中、在粗茶淡饭中、在简陋的住所中磨练出的钢铁般的毅力。

他把我们这种人派到丛林中，披荆斩棘开出通往文明的大道。这批人变得富有

发达，成为一个伟大的蓬勃向上的国度的骨干力量”。〔１２〕穆迪强调说，“新移民的

辛劳所得到的结果不是累倒趴下，而是创造出财富；劳动带来自由和满足，而不

是乡恋和绝望”。〔１３〕从全书的整体叙事效果看，作者的创作目的是积极向上的。

在讲述具体的生活经历时，作者既谈到吃苦与受难，也谈到收获与成功，实在是

一部务实的开拓记录。读者从字里行间可以充分感受到开拓者们的乐观情绪和

创造能力。比如，穆迪善意地同住地附近的原住民搞好关系，虚心地向他们学习

如何识别草药和如何制定土方，虚心地向他们学习如何“靠山吃山”。她充满自

豪地谈到，自己曾经因地制宜用满地生长的蒲公英的根茎做出味道接近咖啡的

原料，共全家泡水饮用。她甚至告诉读者：“这种咖啡证明很不错，甚至比在商

店买的都要好许多”。〔１４〕

当这部纪实小说于１８７１年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市再版时，穆迪利用这个机
会再次强调什么样的人适合到加拿大闯生活：“那些满足于靠出身这种偶然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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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而不是自己的力量和勤劳获得并维护自己社会地位的人，会沮丧地发现自己

在这个国度中不被人认可，因为加拿大所奖掖的是能干的劳动者，而任由那些懒

惰、游手好闲的混混儿在贫困潦倒中默默无闻地消亡”。〔１５〕显然，穆迪眼中的早

期英国移民是一群不畏艰苦、勇于探索的民众。他们绝不是仅仅设法生存，而是

要创造比在母国好得多的新生活。他们在面对巨大的生活挑战时，满怀着坚定

的信心，用自己的双手去克服困难，用自己的大脑进行思考，丝毫没有想到在要

塞中封闭自己，丝毫没有得过且过的想法。在加拿大这片对所有新人都一视同

仁的土地上，每个人都要抛弃旧世界固有的重出身、重地位的保守观念，每个人

都要放下身段投入劳动。从作者的创作目的和创作内容来看，这部作品完全不

适合弗莱所贴的“要塞心理”的标签。相反，它是一部歌颂开拓者精神的作品，

赞美劳动者的吃苦耐劳、勇敢智慧和快乐幽默。不论出身、奖勤罚懒、自由奋进、

和睦团结，这些其实就是１９世纪移居加拿大的绝大多数欧洲移民的主体价值
观，也正是构成加拿大民族特性的主要因素。

埃·约·普拉特（Ｅ．Ｊ．Ｐｒａｔｔ）是加拿大２０世纪诗歌界的重要代表人物。
他来自加拿大东部的纽芬兰岛（当时尚未加入加拿大），也是在上面提到的维多

利亚大学下属维多利亚学院读完本科，后来又在维多利亚大学下属伊曼纽尔学

院取得神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并且留校任教。弗莱非常欣赏同事普拉特的诗歌，

并在谈论贯穿加拿大文学作品中消极被动的情绪时，多次引用普拉特以泰坦尼

克号失事为素材创作并于１９３５年发表的的叙事诗《泰坦尼克号》。弗莱认为这
首诗证明加拿大文人心中普遍存在的宿命心理。弗莱带着“要塞心理”的先见

之明来读普拉特的诗，认为是一首描绘人们悲观和宿命的写实作品，是崇拜科技

的人们遭受自然界当头棒喝的又一案例。诚然，普拉特的长篇叙事诗生动地再

现了泰坦尼克号所遭遇的悲剧。但是长达１０３２行的叙事诗不仅回顾了泰坦尼
克号巨轮的诞生和死亡，不仅描写了大自然与现代科技的矛盾，而且记录了人们

在接受生死考验时的不同表现。在这场人生的考验中，读者既可以看到可憎可

唾的卑鄙自私小人，更可以发现可歌可泣的百姓英雄和践行传统骑士精神的绅

士。在巨轮撞上冰山开始下沉后，船底轮机舱的水手们冒着被淹死的危险，坚守

岗位直到冰水吞噬他们：“冰水漫到膝盖，冰水淹到腰际，他们依然守在岗位，再

没人在甲板上看到他们的身影”。〔１６〕按照船长的命令，妇女和儿童优先进入数量

有限的救生艇。当第１４号救生艇就要被启动降到海面时，上面还有几个空位。
这时，船长允许少量男士登艇随优先上艇的妇幼一起逃生。但之后，当这艘救生

艇被降至海面时，突然出现一群从下等舱挣扎着跑上来的女人。在这生死关头，

那些马上就要死里逃生的男士们，表现出骑士精神，做了绅士应该做的事：“没

有命令／从军官的口中喊出／没有一声抱怨，没有一丝不满的表情，／救生艇被拽
了上来，艇内的男士们迈步而出”。〔１７〕普拉特的诗还特地描写了一位同那些男士

一样富于牺牲精神的坚贞女士。她脱下自己身上的大衣，亲自给贴身侍女穿上，

并护送她登上救生艇。这位贵妇无视船长要她登艇逃生的命令，平静地走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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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君的身旁，神色坦然地对他说：“我们在一起四十年了，／你去哪儿，我就随你
到哪儿”。〔１８〕

普拉特对人类悲剧入木三分地剖析，充分暴露了人性的复杂。当泰坦尼克

号上的海员和乘客直面生存与死亡的挑战时，他们赤裸裸的人性被普拉特客观

地记录下来，其中既有黑暗的一面，更有闪光的一面。这就是普拉特诗歌的风

格。他的诗仅仅客观地描写事实，而让读者去体会其中的含义。他的诗富于戏

剧性，常给人紧张感，但它绝不虚伪地煽情，而是把悲壮渗透于字里行间之中。

正如加拿大文学批评家约翰·罗斯所指出的，“大自然一直是广泛存在于加拿

大民众的主要生活体验中，并且是一个有着决定性的因素，但是不能据此得出文

学评论界中某个流行传说，即自然界是在有知觉的宇宙中扮演着一个角色，是在

有意而为，是在用它的深不可测的意向左右着我们这些身在其中的人”。〔１９〕换言

之，罗斯教授的观点就是事在人为，就是说人类并不受大自然的控制，而一味强

调人类命运依附于神秘叵测的大自然就没有根据。

休·麦克里南（ＨｕｇｈＭａｃＬｅｎｎａｎ）是弗莱和阿特伍德都推崇的加拿大小说
家，他在１９４１年发表了处女作《气压计上升》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Ｒｉｓｉｎｇ（注意：不是《气
压计下降》）。该作品讲述了居住在加拿大东海岸城市哈利法克斯的一对年轻

恋人面对情感考验的故事。故事的时代背景是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故事发

生的季节是寒冷的冬天，而惨烈的哈利法克斯港军火船大爆炸事件又贯穿其中。

故事中的男主人公不光彩地“死”在欧洲战场，身背着临阵脱逃的污名。尽管如

此，女主人公依然思恋如旧，尽管她这样做得不到父亲的同情。之后，男主人公

活着返回家乡，洗刷了自己蒙受的不白之冤。表面上看，这个故事似乎也可以用

阿特伍德的“生存—受害”论来解释，但是故事的深层却充满了真情。正是这种

人间真情最终让事实战胜了流言，让希望战胜了失望，使两位经受了身体和心灵

双重伤害的坚强的有情人终成眷属。就像书名所暗示的那样，经过心灵和肉体

历练的这对年青人没有走向颓废，而是战胜了自己，战胜了周边的不利环境，升

华了积极的人生观，开启了有意义的新生活。〔２０〕

事实上，阿特伍德所选择的用于证明其“生存主题”理论的加拿大作品，都

不会让不带阅读偏见的读者得出她所要做出的结论。阿特伍德在《生存》一书

中，以加拿大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劳伦斯的《石头天使》ＴｈｅＳｔｏｎｅＡｎｇｅｌ为
例，试图说明加拿大文学作品总是描写人物如何想方设法活下去但又不能遂心

所愿。她曲解劳伦斯的成名之作，把这部小说的内容归纳为：“在《石头天使》

中：有个老太太艰苦挣扎、苟延残喘，最后还是死了”。〔２１〕不错，小说的女主人公

希普利老太最终是死了，可那只是在肉体层面上，也符合自然归律，因为这位老

人在故事开始时就已经９０岁了。希普利老太一生倔强（有时刚愎自用），我行
我素，一直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哪怕是（也可能正因为是）在自己生命的最后

时刻。在医院的病房里，当她看到同室的小病友１６岁的华裔姑娘因为着急上厕
所，可按铃又没有护士来帮忙，又急又窘得啜泣时，她不顾自己孱弱的病体，无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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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的指令，挣扎着从病床上爬起来，到洗手间取来尿盆，帮助刚动完手术还不

能下地行走的病友小解。这分明是在做好事，在努力助人为乐，与阿特伍德所称

的“苟延残喘”大相径庭。事实上，小说的结尾艺术性地传递了这样的信息：希

普利老太对自己的一生进行反思之后，觉得总体上活得开心，活得值，怀着满足

的心情走了。

劳伦斯的挚友，同为小说家的阿黛尔·怀斯曼（ＡｄｅｌｅＷｉｓｅｍａｎ），在这部小
说的后序中精辟地分析了希普利老太的心理特质：“这是一个类似皮格马利翁

的故事，只不过其中没有这个希腊人物。从故事的开始到故事的结束，老妇人在

絮絮叨叨中重新发现了自己。通过给自己的功过‘盖棺定论’，她为自己的人生

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去世之前，她终于百分之百地活了起来”。〔２２〕劳伦斯的

小说分明是在讲述人在“生”“死”攸关时刻，如何积极对待，如何传递正能量。

这种积极的生活态度与阿特伍德试图证明的消极“受害”大相径庭，也不符合弗

莱所说的“要塞心理”及其变异表现。阿特伍德在《生存》一书中放言：“如果用

针随机地对加拿大文学进行穿刺，十有九次你会扎中一个受害者”。〔２３〕可是，她

并非随机选择的“受害者”范例却并不支持她的理论。希普利老太明显是个被

阿特伍德圈定的“被受害者”，是个被执意放入主观设定的理论框架中的文学牺

牲品。

在笔者看来，“生存”有两重含义：其一是为了活命而努力；其二是努力克服

困难，在逆境中闯出一条生路，不仅存活下来，而且活下来是为了获取更高的人

生目标。在后一重意义上，一个人即便经过奋斗未能成功，未能存活，其精神也

是可贵的，其心理也是满足的。即便是死，也会平静地、从容不迫地离去。也就

是说，“生存”在文学作品中不是目的而是手段。而弗莱和阿特伍德似乎把手段

与目的颠倒了。加拿大文学并非把加拿大民族描述成一个仅仅希望活命和生存

的懦弱群体，执意做这种解释实在是严重的不公和误导。

加拿大民众在面对人生中的困难和挫折甚至是危险的时候，表现出的基本

内在气质不是绝望或者放弃。他们有时会选择忍耐，但绝不是被动地、如行尸走

肉般地苟活一生。辛克莱·罗斯的成名作是１９４１年发表的《至于我和我的房
子》ＡｓｆｏｒＭｅａｎｄＭｙＨｏｕｓｅ。这部小说描写大萧条时期加拿大中部农业省一个
小镇的生活。许多批评家（包括弗莱和阿特伍德）把这部书信体小说看作是小

人物在苦难而单调的生活中所表现的无奈与绝望的生存记录。但是在笔者看

来，小说的男主人公，一位为了挣得一份微薄的薪水而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做

了乡镇牧师艺术男，尽管生活清苦，尽管忍受着宗教信条的约束，尽管精明而掌

控欲强烈的妻子与他貌合神离（夫妇俩没有生育后代；两人分别各有所爱），但

是他仍然暗中维持着自己对艺术和浪漫的追求。他利用经书的背面练习素描，

他与年轻女子Ｊｕｄｉｔｈ产生爱情并且悄悄地发展这份虽然违背公德但却是真实的
男女关系（小说结尾时生了一个儿子）。善于察言观色，揣测丈夫心理变化的本

特利太太也不得不承认与她视如陌路的丈夫“一直在生活着，成长着、变化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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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着”。〔２４〕

事实上，加拿大民族不断思考、不断进取的特性是一贯的，而这种向上的精

神贯穿于具体的生活当中。在加拿大当代著名小说家艾丽丝·芒罗（２０１３年度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故事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具有代表性的主要人物如

何在新的社会环境中践行加拿大民族的优良传统。芒罗的成名小说《少女和妇

人的生活》就是一个明证。这部发表在１９７１年的小说讲述女主人公黛儿的成长
历程。

表面上看，黛儿似乎是一名男权压制下的受害者。在她从少女长成为成年

妇女的过程中，有三个与她过从密切的男人分别对她进行过猥亵、玩弄甚至伤

害。但是从心理层面来看，女主人公并不完全是一个受害者。黛儿从未把自己

看作是纯粹的牺牲品。她容忍老男人张伯伦对她的不轨行为，因为自己当时正

处于生理发育期，对异性的行为有着强烈的好奇。她同意让男同学斯托里看自

己的裸体，因为她认为自己的胴体显露着青春的活力。她坠入情网并在高考前

与男友缠绵纵欲，因为她坚持自己的情感，按照自己选择的方式生活。虽然母亲

常常警示黛儿不要走她的老路，时时督促她一定要努力考上大学，逃离落后保守

的农村，但是黛儿却不以为然。她并不把考上好大学作为人生的惟一目标。她

更看重自己的情感和兴趣，她更想为自己而活，而不是为外在的需求或者别人的

看法而活。在男权占据社会中心地位的上世纪７０年代，芒罗就已提出她独特
的、不同于常态的女性主义新思维。女性为自己权益的奋争不仅仅体现在政治

要求方面，更体现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当男友弗伦奇强迫她入教并接受浸礼时，黛儿把恋情放在一边，坚持不信

教，不进行浸礼。当他们二人在村边的河中一边戏水一边争论时，男友突然将黛

儿的头强行按入水中，实施所谓的“浸礼”。而黛儿则出于“本能地拼力反抗”，

坚决地进行“自我拯救”。〔２５〕她用双脚猛地踹开侵害她的男人，得以逃生。这里

的“逃生”具有双层意义。黛儿的思维是：“竟然有人错误地认为可以真正地掌

控我”。〔２６〕这种思维说明黛儿对自己的自由身份有了明确的意识。在爱情和人

生方面的感悟使黛儿对自身和社会都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她对自己的抉择更加

有信心且更加坚定。

最后，笔者想举一个弗莱和阿特伍德都没有提到的加拿大文学例子，就是加

拿大建国前一位叫做奥利弗·戈德史密斯（ＯｌｉｖｅｒＧｏｌｄｓｍｉｔｈ）的人创作的一首小
有名气的叙事诗《新兴的村庄》（１８２５）。这首诗之所以有名（至今仍出现在加拿
大诗歌选集中），原因在于它呼应英国１８世纪的一首诗歌《被遗弃的村庄》，不
仅与之形成对比，而且两首诗的作者沾亲带故，都叫戈德史密斯，而英国的作者

是加拿大作者的祖伯父。祖伯父在１７７０年发表的《被遗弃的村庄》中，谴责英
国圈地运动造成的村民流离失所，留恋从前和谐美好的田园生活。侄孙移民到

加拿大东海岸定居后，垦荒发展、兴家立业，在成功之余用相同的诗格（押韵的

五音部抑扬格双行诗）和了一首。祖伯父戈德史密斯通过对比手法，把奥本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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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的田园般的幸福生活同圈地运动后被迫离家出走的悲惨生活加以对比，揭

露了工业革命初期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的残酷。大量走投无路的村民不得不背井

离乡，甚至飘洋过海，到新大陆另谋生计：“悲伤的村民，走下岸堤，迈向大海，／
黑压压一片，覆盖了沙滩和海滨”。〔２７〕与此悲凉情景形成对照的是侄孙戈德史密

斯在加拿大东海岸作的应和诗《新兴的村庄》。这首诗热情地描述了新移民建

立社区，喜获丰收，憧憬未来的心境：“多么令人欣慰，多么令人兴奋，／你们怀揣
心中的希望，那种光明暖人的希望！／这希望就在我们眼前，是那么的令人喜悦／
是对未来一年又一年美好日子的希望！”〔２８〕不言而喻，虽然这两首诗的格律相

同，但是后者所展现的精神面貌是向上的，它描绘的社区民众是富足的。昔日的

忧伤和痛苦在加拿大新移民的记忆中消失，和谐的生活和丰收的喜庆跃然纸上。

在这首加拿大诗歌中，既没有弗莱的“要塞心理”，也没有阿特伍德的“侥幸存

活”，有的倒是加拿大一直保有的坚韧、勤劳和乐观。

三、结　语

综上所述，用“要塞心理”和“求生主题”来归纳和总结描述加拿大民族性的

加拿大文学作品，是不准确、不客观的，也可以说是不正确的或者主观的。此时，

笔者想到弗莱在《靠谱的想象》（ＴｈｅＥｄｕｃａｔｅｄ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一书中曾说过，“文
学世界中没有现实，仅有想象”（“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ｓａｗｏｒｌｄｗｈｅｒｅｔｈｅｒｅｉｓ
ｎｏｒｅａｌｉｔｙｅｘｃｅｐｔ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２９〕这句话的表意不难理解，但是结合
弗莱所坚持的有关加拿大民族性的论断，我们似乎感到其中的极端性，甚至嗅到

其中的反讽味道。如果把批评家个人的主观臆想强加于现实世界，那么文学中

就真的没有现实的存在。这里有必要重复本文“摘要”中的第一句话，“文学作

为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然要反映经济基础的现实”。加拿大文学所反

映的是加拿大社会，是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民众，是这些民众在生存、生长和建

设中表现出的气质或曰加拿大民族性。从整体上看，加拿大的绝大多数优秀的

文学作品反映了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奋发向上的精神。加拿大今天所取得

的经济成就和社会文明就是靠这些辛勤付出的加拿大人（广义上的）才取得的。

马修·阿诺德在１８６５年发表的《论文学批评》中强调文学批评的首个标准
就是批评家的“非功利性”（“ｄｉｓ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ｅｄｎｅｓｓ”），即“保持大脑的自由度……配
以绝对的诚实和相应的能力”。〔３０〕汤·斯·艾略特在他１９２０年发表的文学批评
文集《圣木》中完全认同阿诺德关于要客观评价文学作品的观点（见“完美的批

评家”／ＴｈｅＰｅｒｆｅｃｔＣｒｉｔｉｃ一文）。在两年之后发表的《论文学批评的功能》论文
中，艾略特再次强调：“文学评论家……应该尽量约束自己的偏见或脾气（尽管

我们每个人身上都不可避免地存在这些缺点），与尽可能多的同行进行切磋和

研讨，以便在共同追求符合实际的评价的过程中，不断缩小我们之间不同观点的

对立程度”。〔３１〕由此看来，弗莱和阿特伍德从理论高度所归纳的有关加拿大民族

性的文学表述渗透着他们个人的主观意识，是对喜爱加拿大文学的读者或者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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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加拿大文学的学者的错误指导。反之，如果我们持开放的态度去欣赏众多不

同范畴和不同时期的加拿大优秀作品，就可以对加拿大充满活力且与时俱进的

文学传统（尽管时间不长）有比较全面的了解，有比较真实的感悟。结合加拿大

社会的发展史来解析和评价加拿大文学中的瑰宝，我们就更能够体知其中蕴含

的正能量，而这种正能量恐怕才是加拿大民族特性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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